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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认知及其应对
王  晋

【内容提要】“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深刻影响了中东地缘政治，改变了以色列所面临的国际

和地区环境。以色列对“阿拉伯之春”的认知也经历了由喜悦、乐观到谨慎、理性的转变。面对

中东新一轮地缘政治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以色列采取了加强国防军建设、与美俄和阿拉伯国家等

域内外大国发展关系、积极应对伊朗威胁等一系列举措。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

系将面临更多变数，但美以同盟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同时，巴以问题变化、美国与伊朗地

区博弈加剧以及以色列面临的内部政治纷争将对其对外战略产生更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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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包括埃及、利比

亚和叙利亚等在内的传统阿拉伯强国纷纷衰落，沙

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中心，土耳

其和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大。同时，以色

列的传统盟友美国在中东的投入不足，俄罗斯则加

大在该地区的投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不断演变。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对中东变局和自身面临的挑战

有了新的认知，并积极采取了应对举措。拜登政府

上台与美以关系的互动、巴以问题的发展变化以及

美国与伊朗的地区博弈态势，将对以色列未来对外

政策走向产生影响。

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认知发生转变

自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到 2013 年间，

突尼斯和埃及政权先后更迭，叙利亚爆发危机，约

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面

临巨大的内部压力。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

以色列曾认为“阿拉伯之春”将推动中东地区“民

主化”，助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

首先，一些以色列学者认为，动荡之后的阿

拉伯国家很可能会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从而约束

军队和极端分子对以色列的威胁。他们认为，阿拉

伯民众力图推翻阿拉伯国家的“强人政治”和“家

族政治”统治，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阿拉伯

世界得到了传播，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得到了认同。

部分以色列学者和媒体乐观地认为，西方民主政治

将帮助约束和压制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军人干政和

极端主义思想，构建更加理性、温和的外交政策，

有助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双边关系实现新的突

破。[1] 也有观点认为，一些阿拉伯国家之所以仇恨

以色列，是由于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强人领袖力图

“转移国内矛盾”，因此，在经历动荡后，这些国

家将更加客观、理性地面对以色列，发展与以色列

的友好关系。正如以色列学者吉奥拉·艾兰（Giora 

Eiland）所言，“如果阿拉伯世界能够在未来变得

地区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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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民主’，以色列可能更容易被地区阿拉伯国

家所接纳，也就更加容易解决与巴勒斯坦、叙利亚

之间的纷争。”[2]

其次，部分以色列学者认为，经历动荡后的阿

拉伯国家将会倒向西方世界，这有利于改善其与以

色列的关系。在他们看来，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

是国家寻求“西方化”的历史必经阶段。阿拉伯国

家经历动荡后，将面临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等问题，

需要寻求西方世界的帮助。由此，阿拉伯国家也必

然会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实现地区地缘政治变革。

“如果叙利亚……发生变革……对于以色列和西方

世界也许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抗议浪潮能够席卷伊

朗，那么对于以色列再好不过。”[3]

最后，还有一些以色列学者认为，阿拉伯国家

经历动荡后将陷入内部纷争，无力威胁以色列的国

家安全。长期以来，叙利亚和利比亚一直支持巴勒

斯坦人民的建国事业，批评并反对以色列对约旦河

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占领。因此，有学者认为，当

叙利亚和利比亚长期陷入内部纷争时，便无力再向

以色列施加更大威胁，“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将

被削弱……以色列政府可以从乱局中寻觅新的机

遇，即与巴勒斯坦、叙利亚商讨和平进程的机遇”。[4]

然而，“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混乱和动荡不断

持续，使得以色列方面此前的乐观评估逐渐被理性、

谨慎的观点取代。有以色列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

并非是西方世界设想的“民主变革”，而是伊斯兰

政治团体领导的“权力变动”，包括穆斯林兄弟会

等在内的伊斯兰政治力量在乱局中日益坐大。[5] 以

色列担心，“阿拉伯之春”激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会威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担忧埃及爆发的政治变革，很可能会使埃

及“倒向伊朗阵营”。[6] 同时，一些以色列分析人

士认为，“阿拉伯之春”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

发展契机。“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一些阿拉伯国

家陷入长期动荡之中，政府能力受到严重削弱。以

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地区，如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

亚的戈兰高地等，很可能会落入极端分子手中，危

及以色列的国土安全。“埃及政府对西奈半岛的控

制或许会减弱，当地的极端分子可能会串联加沙地

区的哈马斯团体，向以色列发动攻击。”[7]

此外，以色列对“阿拉伯之春”后美国奥巴马

政府的“不作为”深感失望，指责奥巴马政府既没

有向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和突尼斯本·阿里政府提供

帮助，也没有大规模介入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在

以色列看来，“阿拉伯之春”让奥巴马政府在中东

事务上陷入“两难”境地，即“美国一方面要尊重

中东地区民众的政治意愿，另一方面也要履行对以

色列和其他中东盟国的安全承诺”。[8] 由于美国犹

豫不决、难以取舍，以色列需要果断介入中东地区

事务，以保护国家安全。

地区动荡下以色列面临的新挑战

2014—2015 年间，“阿拉伯之春”的浪潮消退，

中东各国更加关注自身国内议题。2013 年 6 月埃

及发生军事政变，穆罕默德·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

兄弟会政府被推翻，以塞西为核心的埃及政府不再

坚持泛伊斯兰政治理念，而优先关注国内议题。[9]

受到埃及政府更迭的影响，约旦、沙特阿拉伯、阿

联酋、摩洛哥等国家的泛伊斯兰政治热情锐减 ；伊

朗温和派政府在总统哈桑·鲁哈尼的领导下，与美

国展开接触，商讨核问题的解决途径 ；叙利亚内战

持续，利比亚内战爆发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

叙利亚和伊拉克快速崛起，并宣布“建国”。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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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巴以问题的重要性发生变化。在穆巴

拉克时期，埃及一直警惕并控制加沙地区的“伊

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将其视为极端组织，阻

断了加沙和埃及西奈半岛的联系。2012 年埃及穆

斯林兄弟会赢得选举，穆尔西政府加强了对哈马斯

的支持力度，不仅解除了对加沙地区的封锁，还在

2012 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爆发之际，派遣总理

希沙姆·甘迪勒访问加沙，以表达对哈马斯的支持。

甘迪勒也成为 2007 年哈马斯占据加沙以来，访问

加沙级别最高的埃及领导人。2012 年，埃及国内

还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政府退出与以色列

在 1979 年签署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除了

埃及，卡塔尔、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约

旦等国也纷纷对哈马斯表示同情或者支持，以色列

成为“众矢之的”，地区形象迅速恶化。[10]

2013 年到 2014 年塞西执政初期，埃及仍然延

续了对哈马斯的同情态度。2014 年 8 月塞西政府

促成了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但是塞西政

府对哈马斯的态度日益微妙。一方面，塞西政府

在 2013 年 7 月后，关闭了连接埃及西奈半岛和加

沙的拉法口岸，将哈马斯视为埃及的安全威胁。另

一方面，塞西政府加强了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主

流政治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关

系，否认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派别中的政治合法性。

在 2014 年 8 月斡旋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期间，埃

及主要通过法塔赫向哈马斯传递消息，而未与哈马

斯直接沟通。

其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以色列的安全

威胁增大。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崛起，占

领大片区域，并号召全世界的极端分子加入。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将以色列视为攻击目标，扬言要

对其发动进攻。[11] 一些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也前往

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极端组织。2013—2015 年间，

一些巴勒斯坦青年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蛊

惑，在约旦河西岸秘密建立极端组织分支网络，散

发极端组织宣传资料，谋划发动袭击。[12]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在埃及西奈半岛建立了“西奈分支”，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造成人员伤亡，并对埃及至

以色列的能源运输管道进行破坏。[13]

再次，伊朗的威胁逐渐紧迫。伊朗坚定地推动

核能力研发，发展导弹技术，引发了以色列的担忧。

尽管 2013 年执政的伊朗温和派鲁哈尼政府与美国

总统奥巴马进行了接触，但是伊朗核研发仍在继续，

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方面存在着诸多分歧。与此同

时，随着叙利亚战争的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直接参与叙利亚战局，协调黎巴嫩“真主党”、阿

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军事团体进驻叙利亚，与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作战。而在伊拉克境内，得到伊

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人民动员军”成为抗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主力。

最后，中东国家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无论是

面对 2013 年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还是 2014

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崛起，美国都犹豫不决、

投入不足，让以色列十分失望。[14] 与此同时，俄罗

斯和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显著增大。2013 年埃

及发生军事政变后，俄罗斯与塞西领导的新政府发

展关系，坚定支持叙利亚政府，积极斡旋伊朗核问

题。2011 年“阿拉伯之春”后，在“新奥斯曼主义”

的影响下，土耳其也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影响力显

著增加。在阿拉伯世界，埃及因国内动荡，地区影

响力下降，而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影响力增加，成

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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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新判断

2015 年后，中东地区政治格局持续变化。美

国不仅没有对中东加大投入，反而逐步减少在伊拉

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驻军力量。2015 年 9 月俄

罗斯直接出兵叙利亚，强势回归中东地区。在俄罗

斯的帮助下，叙利亚政府军开始大举反攻，收复大

片领土，将反对派武装压缩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但未能击败也

门胡塞武装。伊朗所支持的地区盟友，如黎巴嫩“真

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军”、叙利亚政府和也门

胡塞武装等势力发展壮大，成为影响所在国内部政

治的重要力量。面对新的地区形势，以色列也作出

了相应的判断。

一是将伊朗视为最严重的外部威胁。以色列认

为伊朗仍具有拥核意图，且其战略导弹射程和威力

都已大大增加。伊朗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

也门的影响力大增，与叙利亚政府、黎巴嫩“真主

党”、伊拉克“人民动员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形成

了横亘海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之弧”。在以色列

看来，伊朗已成为本国最大的威胁。[15]

二是巴以问题被边缘化。2013 年 6 月埃及爆

发军事政变后，塞西政府重新关闭了西奈和加沙地

区的边检站，暂停了对哈马斯的支持和帮助。卡塔

尔和土耳其等长期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国家，对于

哈马斯的支持力度也大大降低。约旦、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等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纷纷转到地下，

巴勒斯坦问题不再是阿拉伯国家关注的头等大事。

三是美国对中东的投入继续减少，俄罗斯在中

东的影响力逐渐上升。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

都持续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减少驻军，并试图通过经

济制裁和外交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遏制并打击

伊朗。与此相对，2015 年 9 月俄罗斯出兵叙利亚，

强势“重返中东”，并积极发展与埃及、沙特等国

家的关系，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四是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防备和警惕与日俱

增。随着伊朗影响力增加，以及美国直接介入中东

的意愿衰减，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警惕不断加强。

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等国看来，伊朗已成

为威胁中东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主要因素。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的签署并未限制住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伊朗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局势中的话

语权不断提升。因此阿拉伯国家正在努力寻找“新

力量”来制衡伊朗。

五是“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地区带来了难以解

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难民危机、经济重建、人道

主义援助等新议题持续影响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

随着“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和持续，尤其是叙利亚

危机和利比亚内战的爆发，更大规模的难民群体涌

现，并向欧洲进发。以色列密切关注难民动态，救

助部分叙利亚难民，以显示以色列承担的国际责任，

改善以色列的国际形象。[16] 此外，“阿拉伯之春”

还引发了以色列学者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动荡关系的

思考。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阿拉伯国家并

未能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有的国家的

民众生活水平甚至越来越糟。一些阿拉伯国家如苏

丹、突尼斯、埃及和约旦，因经济增长乏力且失业

率居高不下，反复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

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新应对

面对中东动荡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挑战，以色

列采取多方面措施加以应对。一是加强国防军建设

以应对威胁。以色列军方认为，未来以色列将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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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个方向的威胁，即北部叙利亚境内伊朗武装

团体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以及南部加沙地

区“哈马斯”的威胁。2018 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

谋长阿维夫·科哈维（Aviv Kochavi）提出了“两

场战争”（War between Wars）理论，强调以色列国

防军应有能力在北部和南部，同时与黎巴嫩“真主

党”和哈马斯作战。[17]

二是继续保持同美国的盟友关系。尽管奥巴马

政府对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单边主义行为多有批

评，但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仍然稳固。在 2016 年，

即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美国决定在未来 10 年

内向以色列提供总计 38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确

保以色列军队在中东的优势地位。2017 年，在特

朗普执政后，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持续回暖。特朗

普将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称为“以色列领土”，支

持以色列兼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 ；特朗普政府还

在 2018 年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向伊朗“极

限施压”，力图约束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满

足了以色列的安全诉求。美国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

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三是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以色列国内约

有 100 万俄裔犹太人（以色列称为“俄国人”），且俄

语是俄裔犹太人的日常用语。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提出，

以色列“有一半人将俄语作为自己的母语”。[18] 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多次访问俄罗斯，就叙利亚问

题及伊朗问题与普京保持着密切沟通。以色列与俄

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建立了紧密的军事合作机制，

除 2018 年 7 月以色列军机入境叙利亚，造成一架

俄罗斯军机坠毁之外，以色列空军在叙利亚的军事

行动都未曾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发生摩擦。以

色列希望俄罗斯帮助其约束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力

量，防止伊朗及其支持的什叶派军事团体靠近戈兰

高地。而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一直劝说俄罗斯加

入制裁伊朗的阵营中。[19]

四是努力与阿拉伯国家密切合作以应对伊朗威

胁。随着伊朗影响力的增加以及美国对中东投入不

足，阿拉伯国家希望能够寻求以色列的帮助以制衡

伊朗。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联

酋、巴林、阿曼、约旦、苏丹和摩洛哥等，开展了

多领域的交流合作。2020 年下半年，在特朗普政

府推动下，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

洛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

的走近，预示着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主导的“反伊

朗”阵营正悄然形成。[20]

五是调整解决巴以问题的策略手段。巴以问题

一直以“土地换和平”为主要原则。在此原则下，

以色列需要撤离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与国际社会

一起，帮助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涵盖约旦河

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国家。在此前提下，阿

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会逐步正常化。但近些年，

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随着阿拉伯国家与

以色列关系拉近，巴以和平不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

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

内部两大主流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分裂关系

仍然持续，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参与巴以和谈。在

和平谈判进程中，巴以双方分歧巨大，致使和平谈

判无法开展。巴以和平议题敏感度的下降以及巴以

和谈僵局带来的挫败感，使得以色列不再热心参与

和平谈判。2006 年 68% 的以色列受访民众认为，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有助于实现巴以和平 ；但

到 2018 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49%。[21] 以色列逐渐

放弃了与巴勒斯坦以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方式，转

而采取单边主义方式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特朗普

在 2020 年推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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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巴以问题“土地换和平”的思路，提出“经

济换和平”，即以经济利益换取巴勒斯坦放弃东耶

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土地。“世纪协议”扼杀

了巴勒斯坦参与美国主导的巴以谈判的可能性，也

让以色列在占尽先机的情况下，更无意继续同巴勒

斯坦进行和平谈判。

拜登政府上台对以色列的影响

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将面

临更多变数。在巴以问题上，拜登政府相对于特朗

普政府来说可能会更加谨慎、温和。在奥巴马政府

时期，美国与以色列关系出现裂痕，甚至在奥巴马

第二任期结束前，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以

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兴建犹太定居点的

2334 号决议投出了弃权票，这令以色列大为光火。

以色列方面担心，曾经作为奥巴马副手的拜登或许

会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进行批评指责，或者向以

色列施加新的压力。在伊朗核问题上，此前特朗普

政府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战略，给伊朗带来较

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但拜登政府上台后，为了让

伊朗重回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其有意与伊朗展开

“对话”和“接触”，这让以色列担心美国会放松甚

至解除对伊朗的束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色列有上述忧虑，但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同盟关系并不会发生实质性改

变。一方面，美国与伊朗接触的前景并不明朗。当

前，伊朗国内强硬派声音高涨，在 2020 年伊朗议

会选举中强硬派大获全胜，在 2021 年伊朗总统选

举中强硬派人选获胜的可能性也更大。而伊朗强硬

派主张大力发展核能力，以迫使美国作出让步。即

使与美国展开谈判，伊朗强硬派也会要求美国先赔

付伊朗因制裁而遭受的损失，这一立场难以被拜登

政府接受。拜登政府与伊朗的接触会受到美国地区

盟国的巨大阻力。除以色列之外，沙特阿拉伯、阿

联酋和巴林等阿拉伯国家，同样对伊朗的地区影响

力忧心忡忡。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以色列等中东

盟国的反对和施压，意味着拜登政府难以对伊朗作

出重大让步。同时，阿拉伯国家会继续与以色列走

近，拜登政府也会继续推动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与以

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将持续改变中东地区的地

缘政治格局。

另一方面，在巴以问题上，拜登政府也难以在

短期内实现突破。当前巴以问题已陷入僵局，以色

列要求在保留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

的基础上展开与巴勒斯坦的谈判，而巴勒斯坦则要

求以色列归还东耶路撒冷及约旦河西岸，以此作为

和平谈判的条件。巴以双方立场悬殊，难以调和。

因此，拜登团队很清楚巴以问题的困难程度，不会

将巴以和平谈判作为中东政策的核心。

此外，拜登家族及其团队的“犹太背景”是

维系以色列和拜登政府的关键纽带。拜登家族中有

不少犹太人，拜登的大儿媳哈莉·拜登、小儿媳梅

丽萨·科恩、小女婿霍华德·科瑞恩等人，都是犹

太裔美国人。拜登家族与美国改革派犹太教拉比约

瑟夫·弗曼关系密切，弗曼曾为拜登的小女儿阿什

利·拜登与霍华德·科瑞恩主持犹太教婚礼。拜登

家族的犹太人关系网络，将成为以色列政府与拜登

政府的重要关系纽带。

结   语

“阿拉伯之春”爆发 10 年后，中东地区呈现出

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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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收缩，俄罗斯和土耳其则加大在中东的投入，

影响力持续上升。同时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将

伊朗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巴以问题的关注度也在

不断下降，使得以色列有机会和阿拉伯国家日益走

近，以色列地区安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经历“阿拉伯之春”十年动荡，以色列对地

区变局的理解更加深刻，对中东的政治变动更加理

性、谨慎，更加重视以积极、自主的姿态在中东事

务上发挥作用。虽然以色列与美国拜登政府的关系

还需要调适，但毋庸置疑，美国和以色列在未来的

亲密关系仍将持续。同时，巴以问题变化、美国与

伊朗地区博弈加剧以及以色列面临的内部政治纷

争也将对以色列对外战略产生更多影响。2021 年 3

月底的议会选举以及随后持续数月的组阁进程，将

给以色列对外战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大选结果

将决定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命运，也将决定以色

列政坛右翼、中间翼和左翼政党的力量对比格局。

未来以色列如何突破巴以和谈僵局，是否继续推动

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对拜登政府推动

的“美国伊朗对话”持何种态度，都将受到未来以

色列议会政党力量对比以及以色列政府组阁进程

的影响。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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